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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分异成因

白仙富 1，戴雨芡 2

（1.中国地震局昆明地震预报研究所，昆明 650224；2.昆明市西山区防震减灾局，昆明 650000）

摘要：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防灾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昆明市 14个县市区应急避难所进行数据采集与整

合，分别从人口、社会、经济、地震动参数四个维度选取 7个变量，以空间分异性视角出发，采用地理探测器方

法对应急避难所数量面积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影响因子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GDP、应急避难所数量、人口规

模、人口密度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公共预算支出和防震减灾机构独立性都是影响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分布的因

素，因子的显著程度依次是GDP、应急避难所数量、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公共预算支出和

防震减灾机构独立性；交互因子探测分析结果显示，7个影响因素的两两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个因素的作用，说明

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GDP、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结合避难场所数量

的交互作用最强，说明经济水平、应急避难所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影响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最重要驱动因素。昆明

市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与其人口规模尚不匹配，未来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标最重要的途径是尽快提高当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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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ency Shelters in
Kunming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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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unming Institute of Earthquake Prediction，CEA，Kunming 650224，China；2.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Bureau of Xishan District，Kunming 650000，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shelters is important for evaluating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By collecting and integrating data on emergency shelters in 14 counties and prefectures of Kunming City， seven
variables are sele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population， social， economic and seismic parame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is adopted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and area of emergency shelter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DP，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shelters， population size， population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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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k ground acceleration（PGA），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institutions serve as the seve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area distribution of emergency shelters，
with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of GDP， followed by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shelters， population density，
population size， PGA，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institutions in 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detection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factors，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any two of these seven influencing factors is greater than the effect of a single factor， indicating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mergency shelter area in Kunming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The strongest interaction
between GDP，population size，population density，and the number of shelters indicates that GDP，the number
of emergency shelter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area of emergency
shelters. Since the emergency shelter area in Kunming is not yet proportional to its population，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meet the standard of emergency shelter area in the future i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Emergency shelter；Spatial heterogeneity；Influencing factor；Geographical detector

0 引言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面临的自

然灾害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

应对地震、火灾、爆炸、洪水、疫情等突发公共

事件灾民安置的必要设施，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的重要保障。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提

升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提高灾后救援救助效率、

以及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城市经济损

失风险，许多城市都在不断发展自身的应急避难

场所。建立和完善应急避难场所已成为城市防灾

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3年中国第一个应急避难场所在北京元大

都遗址公园建成，中国对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逐渐

重视，国家层面制定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国家

标准和相关法规，如《关于推进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建设的意见》、《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

施国家标准》和《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
2015年）》等。云南省也在《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

中将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列为防震减灾规划的重

要内容。昆明市根据地方实际出台了《昆明市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分类评定标准》详细规定了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的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相关内容，

为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提供了政策支持。

应急避难场所的研究已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和

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课题。关于应急避难场所的研

究，国内外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国外对

应急避难场所的研究主要关注应急避难场所中失

去固定居所的人员安置[1-2]、居住者医疗卫生问

题[3-4]。国内对应急避难场所的研究主要围绕避难

场所的规划原则、规划方法、设计要求等开展[5]，
研究内容包括某一特定应急避难场所的选址、空

间布局、服务能力与范围、路径优化、可通达性

和适宜性评价等[6-12]，其研究区域包括北京、福

州、上海、银川等大城市及玉树县、嵩明等小县

城[7，10，11，13-16]，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综合运用地

理信息系统、灾害学、管理学、公共安全等领域

的知识探讨了应急避难场所布局的合理性和适宜

性。总体来看，国外在应急避难所建设方面已有

相对完善的体系，其研究重点更为关注启用应急

避难所后受灾人群的行为特点。相比之下，我国

当前仍处于应急避难所建设的初期阶段，对应急

避难所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个体或中、微观层面，

对多个城市群体应急避难所的分布差异研究较少，

也鲜有涉及其背后的驱动因子。

本文选取市/县行政单元尺度，通过对昆明市

不同区县应急避难所进行数据采集与整合，以县

域为基本单元分析应急避难所的空间分布特征，

用空间方差分析方法对多个县区应急避难所数量

面积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影响因子关系进行定量描

述。本研究有助于政策制定部门从宏观角度了解

全市应急避难所的现状，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

未来应急避难所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1.1 研究区概况

昆明市是云南省的省会，也是西南地区的中

心城市之一，位于云贵高原中部，总体地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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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南部低，由北向南呈阶梯状逐渐降低。昆明

市辖呈贡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

晋宁区、东川区 7个区和嵩明县、宜良县、富民

县、石林县彝族自治县、禄劝县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县回族彝族自治县 6个县，代管安宁市 1个县

级市，2020年末，昆明市总人口 846.30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 674.25万人，占总人口的 79.67%；全

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80 584元。新构造分区中，

昆明处于川滇断块隆起区内的昆明凹陷三级新构

造区内，是区域新构造隆起背景上的滇东强烈断

陷湖盆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昆明盆地是云南高原

规模最大的第四纪继承性断陷盆地，主要由南北

向普渡河第四纪活动断裂控制，同时还受北东、

北西等多组方向第四纪活动断裂影响，形成异常

复杂的盆地基底形态。在地震带划分中，昆明夹

持于小江断裂南北向强震带和易门断裂南北向中

强地震带之间，并处于普渡河断裂南北向中强地

震带上。目前已探明通过昆明市的主要断裂有：

小江断裂带、普渡河断裂带、富民—车家碧断裂

带、黑龙潭—官渡断裂带、白邑—横冲断裂带。

此外，南部有北西向的通海石屏地震带；西部有

近南北向的汤郎易门中强地震带;东部有强地震活

动区向弱地震活动区过渡的宣威弥勒地震带。其

中，小江断裂带对昆明地区的影响处于主要地位，

其次，普渡河中强地震带、汤郎易门中强地震带

和区外通海石屏地震带也有一定的影响。断裂构

造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比较复杂，断裂活动使得断

裂带及其周围地质体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岩体力

学强度降低，易引发地质灾害。

总体看，昆明市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 5大
类 14个灾种。地震是昆明市潜在的最严重的自然

灾害之一，一旦发生严重地震事件，影响将十分

巨大。昆明具有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夏

季炎热多雨、冬季温暖干旱，北部县区部分乡镇

因地处乌蒙山系，时有地质灾害如崩塌、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昆明偶发的气象灾害包

括暴雨、冰雹、大风、低温、干旱、高温、雷电、

台风、雪灾，水早灾害包括洪水、干旱。近年来

干旱、高温、暴雨灾害呈现逐渐加剧的趋势。

1.2 研究方法

昆明市各县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差异受多因

素影响和制约，已有研究大多针对单个应急避难

场所的服务能力进行评价，对某一特定区域多因

子影响的空间差异研究相对较少。空间差异分析

的常用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法及

地理空间探测器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线性

回归法是统计学方法，对于空间差异的分析功能

较弱。地理探测器是基于方差分析提出的用于探

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

空间统计学方法，由于地理空间探测器方法没有

线性假设，因此具有简洁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

义，其基本思想是假设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

有重要影响，则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

具有相似性[17-18]。地理探测器最早应用于医学地

理研究领域探查各地理要素对地方性疾病的影响，

之后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到与地理空间相关的研究

领域，如城市的建设用地变化[19-20]、居民宜居满

意度[21]、房价影响因素[22]等。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及交互作

用探测来分析昆明市县域尺度不同应急避难场所

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空间分异性是

一种普遍存在的地理现象，地理探测器方法的主

要目的就是将空间分异性进行定量化表达。

分异和因子探测是地理探测器的一个重要功

能，其作用是探测某一个因子X对于属性Y的空间

分异性的解释程度有多大，具体用 q统计量来表

示，表达式为：

q = 1 - ∑
L
h = 1Nh σ2

h

Nσ2
= 1 - SSWSST （1）

SSW = ∑L
h = 1 Nhσ2

h （2）
SST=Nσ2 （3）

式中：h=1，2，…，L为因子 X或变量 Y的分层

（Strata），即分类或分区；Nh和 N分别为层 h和全

区的单元数；σ2h和σ2分别是层 h和全区的 Y值的

方差。SSW和 SST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Within
Sum of Squares）和 全 区 总 方 差（Total Sum of
Squares）。q的值域介于[0，1]，q值越大说明 Y的

空间分异性越明显；如果分层是由自变量 X生成

的，则 q值越大表示自变量X对属性 Y的解释力越

强，反之则越弱。极端情况下，q值为1表明因子X
完全控制了Y的空间分布，q值为0则表明因子X与

Y没有任何关系，q值表示X解释了100%的属性Y。
交互作用探测可以识别不同风险因子 Xs之间

的交互作用，即评估因子X1和X2共同作用时是否

会增加或减弱对因变量Y的解释力，或这些因子对

Y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评估的方法是首先分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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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两种因子X1和X2对 Y的 q值：q（X1）和 q（X2），并

且计算它们交互（叠加变量X1和X2两个图层相切所

形成的新的多边形分布）时的 q值：q（X1∩X2）并对 q
（X1）、q（X2）与 q（X1∩X2）进行比较，交互作用所形

成的结果有表1所示的五种可能。

表1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Table 1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判定依据

q（X1∩X2）<Min[q（X1），q（X2）]
Min[q（X1），q（X2）]<q（X1∩X2）<

Max[q（X1），q（X2）]
Max[q（X1），q（X2）]<q（X1∩X2）
q（X1∩X2）=q（X1）+q（X2）
q（X1）+q（X2）<q（X1∩X2）

交互作用

非线性减弱

单因子

非线性减弱

双因子增强

独立

非线性增强

1.3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人口是决定应急避难场所规模和能力的重要因

素，应急避难场所的数量和容量需要根据人口规模

进行合理规划，以确保所有需要保护的人都能够得

到适当的疏散和庇护。人口密度是用作评估地区人

口分布均匀程度的指标，因此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

是用来描述和评估人口分布的重要概念。人口规模

和人口密度对应急避难场所的需求量、资源分配、

容纳能力和特殊需求等方面都有影响。

经济因素在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后期运行维护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应

急避难场所的建设规模和质量。应急避难场所的日

常运营维护也需要政府长期支付费用承担。GDP和
公共预算是区域经济水平的直接表现。较高的GDP
通常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源，GDP值越大，经

济水平越高，城市社会服务能力越强。公共预算影

响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足够的公共预算可以为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运行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公

共预算支出反映了一个县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入能

力，公共财政支出越高的县区，能够为避难所建设

和管理提供的资金支持也越大。实际情况中，经济

因素通常与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应急避难场所的空间

分布和规模。

昆明市县区的各级防震减灾机构是全市各类应

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的行业主管部门，其机构的

独立性对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后期运行管理各过

程都至关重要。如果防震减灾机构是独立设置的，

那么它的决策和行动可能会更加不受干扰，应急避

难场所的建设可能会更加高效和有针对性[23]。避难

所数量可以从侧面反映避难所的规模和等级，其数

量多少虽然不是唯一的评价指标，但却是衡量应急

避难场所建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总之，独立的

防震减灾机构能够提供统一的组织与协调及更加专

业的指导与技术支持，从而提高避难场所的建设效

率和服务质量，较多的避难场所数量可以增加受灾

人口的安全保障范围增强社会应对灾害的能力。

地震灾害历来以其高危险性和潜在影响广度而

被称为“群灾之首”。昆明盆地是一个主要由南北

向展布的小江断裂和普渡河断裂控制的云南规模最

大的第四纪继承性断陷盆地，盆地内部还同时受北

东、北西等多组方向的第四纪活动断裂影响，地震

灾害是当地潜在风险最大的自然灾害，也是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灾种。地震动参数是

描述地震破坏力的重要指标，包括峰值加速度、反

应谱和持续时间等。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是地震震动

过程中，地表质点运动的加速度的最大绝对值，可

以作为确定烈度的依据。在以烈度为基础的抗震设

防标准中，常根据相应的烈度确定其峰值加速度，

因此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中，抗震能力的考量

是重中之重。

综上所述，为了探究影响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

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本文结合昆明市应急避难场

所建设和主管部门是否为防震减灾局等情况，分别

从人口、经济、社会、地震动参数四个维度选取了

7个变量具体包括GDP、避难所个数、防震减灾机

构独立情况、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人口规模、人口

密度和公共预算对与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关系最密切

的影响因子进行研究。

文中使用的昆明市县域尺度应急避难所名录来

自昆明市防震减灾局《关于昆明市地震应急避难场

所分类评定结果的通报》和公开互联网可获取的应

急避难所。GDP、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来自昆明市

统计局 2021年统计年鉴（网址 https：//tjj.km.gov.cn/
2021tjnj/indexch.htm）。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来自《中

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宣贯教材[24]，机构独立情况

来自对各县区地震主管机构的调查。应急避难场所

的总面积则利用 Bigmap进行测量而得。由于地理

探测器分析方法要求自变量为类型变量，本文在

ArcGIS中使用自然断点分类方法将人口、人口密

度、GDP、避难所个数、机构独立、地震动参数

（峰值加速度）、公共预算进行分类。

35



44卷华 南 地 震

2 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及影响因素
的空间分布特征

2.1 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

本文采用ArcGIS来绘制昆明市各县区应急避

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图（图 1）。由图 1可以看出，

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在市域范围内分布不均

衡，呈贡区和安宁市应急避难场所面积最大，五

华区、盘龙区和官渡区次之，嵩明县和东川区应

急避难场所面积相对较小，这从侧面反映出不同

区域开发强度与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相关性，呈

贡区和安宁市是昆明市内开发较晚的区域，2008
年后这两个区域开发强度加大，云南省属大中专

学校陆续迁入这两个地区形成大学校园较为集中

的大学城。该时段恰逢汶川地震后，政府和公众

的地震应急避险意识较之前有了极大提升。为进

一步分析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分布的空间均衡性，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绘制了每万人拥

有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图（图 2），颜色越

深则表示该县区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拥有量越

多。从图 2可以发现，昆明市域内人均应急避难场

所面积拥有量最多的是呈贡区，其次是安宁市和

石林区。禄劝县、东川区和嵩明县的人均应急避

难场所面积最少。昆明市最为重要的活动断裂小

江断裂带跨东川、寻甸、嵩明展布，但东川、嵩

明每万人拥有的应急避难设施相较其他县区来说

却显著偏少，这与其地震发生的危险性是不相匹

配的。

2.2 七项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

本文绘制了 GDP、应急避难所个数、机构独

立情况、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人口规模、人口密

度和公共预算支出 7个影响各县区应急避难所面积

因素的空间分布图（图3）。图3a的GDP总量空间分

布显示，昆明市域内GDP总量最高的县区是五华

区和官渡区，这三个区的GDP总量在 2021年均超

图1 2021年昆明市各县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mergency shelter areas in each
county of Kunming City in 2021

图2 2021年昆明市各县区每万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mergency shelter area per 10 000
people in each county of Kunming City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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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1亿元；其次是西山区和盘龙区，这两个区

2021年的GDP总量在介于 800亿元至 1100亿元之

间；呈贡区和安宁市 2021年的 GDP总量介于 500
亿元至 800亿元之间；晋宁区和宜良县GDP总量介

于 200亿元至 500亿元间；富民县、石林县、嵩明

县、寻甸县、禄劝县和东川区GDP总量均小于 200
亿元。GDP总量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重

要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出该县区的经济发展状

况，昆明市各县区GDP总量差异显著，与图 1对比

后，可以发现各县区应急避难所面积的多少与

GDP总量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由此可以初步判

断，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该急避难场所面积的重

要因素。

图 3b描述了各县区应急避难所数量分布。五

华区和呈贡区应急避难所个数最多，均在 7个以

上。官渡区、安宁市和盘龙区应急避难所个数介

于 5~6个；石林县、西山区和寻甸县应急避难所个

数均为 4个；宜良县、晋宁区和禄劝县应急避难所

个数都为 3个；富民县、东川区和嵩明县应急避难

所个数都少于 2个，通过与GDP空间分布图对比可

以发现总体上经济欠发达的县区应急避难所个数

也相对较少。五华区是昆明市各县区中基础教育

最为发达的县区，呈贡区则集中了云南省大多数

高校，这从侧面反映出各县区应急避难场所数量

的分布与各县区教育资源具有较大的正相关性。

图 3c是各县区防震减灾机构独立状况的空间

分布图。减轻地震灾害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目标，

其工作内容包括震前的监测、工程抗震、震后应

急救援、恢复重建等，此外还需要一系列社会活

动参与，这就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来全面实

施，因此必须由负有政府职能的机构来完成相关

的组织和必要的协调[23]。防震减灾机构设置独立与

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政府部门对防震减灾工

作的重视程度和当地潜在地震风险的大小。独立

设置的机构通常具有明确的职责和使命，能够专

注于防震减灾工作，使得机构能够更加高效、专

业地推动避难场所的建设和管理。昆明市 14个县

区中，具有独立防震减灾机构的县区有 5个，占比

仅为 35.7%，这些具有独立防震减灾机构的县区主

要集中在北部经济欠发达区域，也是地震风险相

对较高区域。

图 3d是各县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的空间分布

图。局部场地条件对地震波的传播有较大的影响，

它表现为对地震动显著的放大或缩小作用，并直

接影响到地震灾害程度的分布。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是工程结构抗震设计规范中地震动参数确定的

基础性规范[24]。昆明市辖区范围内抗震设防烈度较

高，均处于 7度区（0.10 g）以上，主城区基本处于 8
度（0.20 g）区，设防烈度最高的区域为东川—寻甸

—嵩明—宜良，这四个县区内部分街道（乡镇）设

防烈度高达9度（0.40 g）。

图 3e是各县区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图。人口

规模的空间分布是人口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在一

定地域空间中的集散状态。人口规模空间分布图

是人口发展演变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它对

灾害管理和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人口规模空

间分布图可以帮助确定人口密集区的风险程度，

在灾害发生时提供决策支持。整个昆明市区人口

规模空间分布图表现为 3个圈层，第一圈层包括五

华、盘龙、西山和官渡四个主城区，其人口规模

均超过 90万；第二圈层是嵩明、寻甸、安宁和呈

贡四个县区，人口规模介于 40万～60万；第三圈

层是富民、石林、东川、晋宁、禄劝和宜良，其

人口规模小于40万。

图 3f是各县区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图。人口

密度是表现人口分布的主要形式和衡量人口分布

地区差异的重要指标，人口密度数据是支撑城市

防灾避灾空间规划、应急避难设施建设决策的重

要数据。昆明市各县区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差异显

著，1276人/平方千米以上的区域有官渡、盘龙和

五华区；人口密度介于 373～1275人/平方千米的

县区有西山和呈贡；人口密度介于 202～372人/平
方千米的县区有嵩明、安宁和晋宁；人口密度介

于 90～201人/平方千米的县区有东川、富民、寻

甸、石林和宜良；人口密度小于 90人/平方千米的

仅有禄劝。

图 3g是昆明市各县区公共财政支出的情况。

各县区公共财政支出差异明显，公共财政支出最

多的区域为安宁和官渡，公共财政支出超 600 000
万元；其次是五华、盘龙、西山，公共财政支出

介于 400 001万元至 500 000万元；东川、禄劝、

呈贡和寻甸四个县区公共财政支出介于 350 001万
元至 400 000万元；所有县市区中，富民公共财政

支出最少，其年度公共财政支出小于 200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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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DP总量 b应急避难场所数量

c防震减灾机构 d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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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人口规模 f人口密度

g公共预算支出

图3 7个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ven influencing factors in each county of Kunming City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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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因子探测结果

表 2中的因子探测分析结果显示，我们选取的

7个自变量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换言之，

这 7个变量是影响昆明市 14个县市区应急避难场

所空间分布的重要驱动因素。表中 q值的大小表示

因变量Y（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在多大程度上受自变

量X的影响，这 7个影响因素对昆明市县区应急避

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解释力从大到小排列依次

是GDP>避难所数量>人口密度>人口规模 >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公共预算支出>机构独立性。7个自变

量中，因子解释力最大的是GDP（0.6730），GDP是
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地区应

急避难场所的面积与地区GDP水平高度相关，较

高的GDP可能意味着该地区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可

以投入到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维护上。避难所

的数量，这间接反映了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等

级并不太高，各县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大小主

要还是受限于数量的多少。第三和第四分别是人

口密度和人口规模，这说明昆明市各县区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具有一定的规划理念，充分考虑了人

口总量和人口密度的因素。地震灾害的轻重与场

地局部效应息息有关，尤其是位于沉积盆地或松

软冲积层上的建筑，地震波经过后，某些频率的

振幅常常被显著放大而造成严重灾害。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是表示发生地震时建筑物受到最大地震

作用力的大小，该值越大，表明建筑物的潜在可

能受损程度越大，对应急避难所的需求也越大，

但该自变量对应变量的解释力并不太强，说明昆

明市在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时对抗震设防能力

考虑的权重还应该加大。机构独立性和公共预算

支出对各县区应急避难场所的解释力不强，我们

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昆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过

程中各县区主要依据市级防震减灾部门下达任务

而开展，且均为利用现有的广场、体育场（馆）、

公园、绿地、学校操场和露天大型停车场等进行

改造而成，对公共预算支出的依赖性不大。

3.2 交互作用探测

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方法来检

测不同因子在影响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

方面的交互作用。7个因子的交互作用结果共有 21
对（表3）。

表2 因子探测分析结果

Table 2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表3 交互作用探测表

Table 3 Interaction detection table

参数

q值

p值

避难所个数

0.5668
0.2775

机构独立

0.1338
0.2337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2228
0.6976

人口规模

0.2518
0.3179

人口密度

0.4763
0.4141

公共预算支出

0.1475
0.8431

GDP（亿元）

0.6730
0.1461

参数

避难所个数

机构独立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人口规模

人口密度

公共预算

GDP（亿元）

避难所数量

0.5668
0.5986
0.6100
0.9980
0.9985
0.9896
0.9995

机构独立

0.1338
0.3591
0.6967
0.5538
0.9827
0.6976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2228
0.9927
0.5561
0.9931
0.9928

人口规模

0.2518
0.9592
0.5125
0.6964

人口密度

0.4763
0.9960
0.9956

公共预算

0.1475
0.9915

GDP（亿元）

0.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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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 7个自变量之间进行交

互探测后出现了 10对双因子增强和 11对非线性增

强的现象，即因子解释力在进行双变量交互后显

著上升。由此可以看出，任意两个自变量在交互

之后的影响力比原来单独的因子具备更强的解释

力，这充分说明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实

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从 q值大小的排

名来看，GDP 与避难所数量的交互作用最强

（0.9995）；避难所数量与人口密度的交互作用排名

第二（0.9985），避难所数量与人口总量的交互作用

排名第三（0.9980），公共预算支出与人口密度的交

互作用排名第四（0.9960），GDP与人口密度的交互

作用排名第五（0.9956），公共预算支出与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的交互作用排名第六（0.9931），GDP与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的交互作用排名第七（0.9928）。其

他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均弱于上述七项，这表明

GDP、避难所数量和人口密度对应急避难所面积的

空间分布影响最为显著。

结合上述的因子探测结果可知 7种驱动因素都

是影响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

子。GDP、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结合避难所数量这

一变量后对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分布差异的解释最

强，说明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差异本质

上还是各个县区应急避难场所数量的差距；不同

县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多少依然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社会经济条件。换言之，人口规模和人口密

度都较大的地区，需要依靠较强的经济条件才能

解决面对地震风险所需的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标

问题，这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昆明主城区可以较

好地实现，但是对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较大且

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县区来说依然是一项较大的

挑战。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昆明市 14个县市

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空间分布进行了 7个影响因

子的影响力探测分析，从结果看，昆明市不同县

市区 GDP、应急避难所数量、人口规模、人口密

度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公共预算支出和防震减

灾机构独立性都是影响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分布因

素，其中最显著的因子依次是 GDP、应急避难所

数量和人口密度。

（1）总体上看，昆明市 14个县市区中呈贡、安

宁和主城四区（五华、盘龙、西山和官渡）应急避

难场所面积较多。这些县区都具有大致相近的人

口规模和密度，都是昆明市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在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上具有较为突出的经济竞

争优势。通常，人们经济上越富足，对逃生避灾

设施的追求也越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人们更倾向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人口规

模和密度是区域城市化的重要体现，人口规模和

密度越大对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需求也越大。呈

贡、安宁和主城四区（五华、盘龙、西山和官渡）

经济相对发展，庞大的人口规模及稠密的人口分

布对应急避难场所有更多的需求，这也是促成应

急避难场所建设的重要原因。

（2）7个影响因素中，GDP对应急避难场所面

积的影响最大，避难所数量和人口密度紧随其后，

说明经济水平、应急避难所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影

响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这暗示

着未来解决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标最核心的途径

还是快速地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应急避难

场所数量对应急避难场所面积有着较大影响，表

明昆明市高等级的避难所并不太多；高密度人口

聚集区（五华、盘龙、西山和官渡）遭遇地震时，

对避难所有着更多需求，因此人口密度对应急避

难所的分布有较强解释力。机构独立性对应急避

难场所面积的影响最小，说明昆明市各级防震减

灾机构还应进一步主动作为，加强在避难所建设

中的专业指导。

（3）GDP、应急避难场所数量、人口规模、人

口密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公共预算支出和机

构独立性 7个自变量指标进行交互后均出现了因子

增强的情况，说明他们之间的共同作用相比单个

因素能更大程度上影响城市应急避难所数量的空

间分布。其中 GDP、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结合避

难所数量这一变量后与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的关系

更为密切，所以相对于单个自变量来说，一个县

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实际上是受多因素共同作用

的。不同县区的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多少依然取决

于其社会经济条件综合影响。

综上所述，昆明市 14个县市区的应急避难场

所空间分布更多受到 GDP、人口规模、人口密度

以及应急避难所数量的共同作用所影响。未来，

随着昆明经济的持续迅速发展，主城四区（五华、

盘龙、西山和官渡）、呈贡和安宁等地人口规模还

会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增加，人口密度也会进

一步提升，对应急避难场所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增

加，为适应未来对应急避难场所的需求，结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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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论，给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昆明市 2021年总人口为 846.3万人，而应

急避难场所面积仅 996.91万平米，根据《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中人

均居住面积应大于 1.5 m2的要求，昆明市现有应急

避难场所最多可容纳 664.6万人，未来各县区政府

还应进一步加大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

（2）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对应急避难场所面积

的影响因素中最积极的驱动因素为 GDP，表明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

最积极因素。

（3）布局合理、面积达标的防灾避险空间布局

是现代社会防灾减灾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第二道防

线。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达标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

因素，地方政府和各级防震减灾机构需要在经济、

土地、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员配置和法律法

规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和规划，更应该不断创新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新机制，在公园、绿地、

体育场馆、民防工程等建设过程中同步规划、建

设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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